
 

Asia-Pacific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亚太环境科学与工程期刊 
2019; 1(1): 1-6 

http://www.sciencepublishinggroup.com/j/apjese  
 

Progress of the Source, Distribution, Immobi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ediment Arsenic 

Li Xiaofeng
1
, Feng Weiying

1, 2, *
, Du Yunchang

3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al Criteria and Risk Assessment,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2School of Space and Environment,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3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China 

Email address: 

 
*Corresponding author 

To cite this article: 
Li Xiaofeng, Feng Weiying, Du Yunchang. Progress of the Source, Distribution, Immobil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ediment Arsenic. 

Asia-Pacific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Vol. 1, No. 1, 2019, pp. 1-6. 

Received: January 20, 2019; Accepted: March 29, 2019; Published: May 8, 2019 

Abstract: Arsenic was widely distributed in nature, which led to multiple health problem through many approaches. On the basis 

of reading plenty of paper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gives a summary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immobilization 

of arsenic on the source of sediment arsenic in aquifer, the control of sedimentogenesis on the cause of high arsenic aquifer, the 

hydrogeochemical process of arsenic immobiliz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 on the immobilization of 

arsenic. Usually, high arsenic groundwater appears in arid/semi-arid inland basin, floodplain and fluvial delta. There was a good 

affinity between arsenic and Fe/Mn oxides and sulfides, which was the major factor controlling the distribution of arsenic in 

groundwater.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groundwater arsenic. This paper has a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meaning both on the public health and reasonabl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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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砷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人体并对人体健康产生极大的威胁，高砷地下水的研究已成为

国际热点和难点。通过阅读大量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从含水层砷的来源、沉积结构对高砷含水层形成的控制作用、

砷迁移的水文地球化学过程以及水文地质条件对砷的迁移影响四个方面，综述了砷在自然界中的分布规律以及迁移转

化机理，并得出主要结论：1）高砷地下水通常出现在干旱-半干旱内陆型盆地、泛滥平原和河流三角洲地区；2）砷与

铁锰氧化物和硫化物有较好的亲和性，是影响砷在地下水中分布的主要因素；3）水文地质条件对地下水中砷的分布产

生显著影响。研究结果对人类健康以及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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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砷在元素周期表中属于VA族元素，其结构表示为

[Ar]3d
10

4s
2
4p

3，以多种价态存在于自然界中，具有广泛的

化学性质。在自然界中，无机砷可以通过食物、水、空气

等途径进入到人体中，对人类的皮肤、神经、免疫等系统

产生严重危害[1]。这些由于长期受到低剂量砷浓度危害而

导致的一系列并发症被称之为地方性砷中毒。 

长久以来，高砷地下水问题受到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

关注。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曾报导过严重的高砷地下水

的问题，如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智利、匈牙利、墨

西哥、尼泊尔、罗马尼亚、西班牙[2]。在孟加拉，饮用砷

含量超过10 µg/L的高砷水的居民有3000~3500万，饮用砷

含量超过50 µg/L的高砷水的居民有7700多万。而在西孟加

拉，有5000万受到砷含量大于10 µg/L的高砷水的威胁，其

中大约1500万人受到砷含量大于50 µg/L的高砷水的威胁 

[3-6]。 

中国如今面临着主要来自工业和天然两方面的高砷

地下水问题[7]。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大量人口受到天然

高砷地下水的危害[8]。除了贵州省外，大多数跟水有关的

砷中毒地区在中国北部地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疆

维吾尔族自治区首次发现砷中毒案例。在中国，除了地热

和矿山环境以外，还有两个环境条件被认为是导致砷在地

下水系统中富集的主要因素[4]：1）干旱半干旱地区封闭

盆地的好氧碱性环境中，高pH值导致砷从矿物氧化物上碱

性解吸；2）强还原环境下的含水层中，砷的释放与沉积

物中载砷铁氧化物和水铁氧化物的还原性溶解有关。 

内蒙古河套盆地属于典型的干旱半干旱封闭盆地，其

中分布着很多冲湖积含水层。在克什克腾市首次发现砷浓

度超过50 µg/L的地下水[9]，受影响区域超过3000 km
2，受

害群众超过100万，在776个村庄中，超过40万群众饮用高

砷地下水（>50 µg/L），3000人被确诊为砷中毒。在盆地

中广泛分布的高砷地下水为当地超过100万的居民提出了

健康风险方面的问题[10]。 

不论是天然来源还是人为因素导致的高砷地下水，都

对居民的生命健康产生严重的影响。本文以近十几年的研

究成果为基础，对地下水中砷的来源和其迁移转化机理进

行整理，对高砷含水层沉积物地球化学特征进行解析，同

时对我国内蒙古河套盆地的高砷地下水问题的研究现状

做了重要总结。在此基础上，指出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和建议，这将有助于

人类深入理解高砷地下水形成的地质条件，同时对水资源

合理开发利用和保障人类饮用水安全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方法 

通过收集近十几年高砷地下水领域的相关研究文献，

对文献进行阅读、选择、比较、分类、分析和综合。在综

述众多学者所获得的研究成果的共性与特性的基础上，本

研究对其进行总结与评价，阐述目前对于高砷地下水研究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及建议，研究成果

对于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以及保障人类饮水安全具有重

要参考意义。 

3．结果 

3.1．含水层砷的主要来源 

通过对全球性砷分布的研究，学者们认为，富砷的岩

浆岩是沿海沉积平原和盆地中砷的最终来源，通过造山运

动，这些岩浆岩从地下深处运移到地表[11, 12]。砷的主要

来源取决于原岩和矿物所处的位置，如泛滥平原上游部分

山体中的矿物和岩石或盆地中的矿物和岩石[13-15]。例如，

南亚、东南亚泛滥平原含水层中的砷来源于喜马拉雅山中

载砷岩石和矿物，包括载砷硫化物矿物、绿泥石、黑云母、

蛭石以及其他的载铁硅酸盐矿物。在中国北部的大同盆地

中，通过沉积物矿物和锆石U-Pb测年分析表明，盆地西部

石炭-二叠系含煤岩石的露头可能是第四系含水层中砷最

主要的来源，其砷含量（103 mg/kg）远高于其他岩石 

（0.4-4 mg/kg）[15]。这些载砷岩石矿物的风化是砷向含

水层中迁移的主要过程，例如来源于喜马拉雅山花岗岩和

变质岩区的载砷金属硫化物的氧化。 

3.2．沉积结构对高砷含水层形成的控制作用 

在高砷地下水含水层形成期间，含水层系统形成时的

沉积环境和沉积过程会对砷在含水层中的运移和分布产

生强烈影响。例如，在亚洲的沉积盆地和泛滥平原，高砷

地下水通常出现在晚更新世-全新世沉积物中，表明这与

晚更新世-全新世的沉积环境的演化有密切的关系[16, 17]。 

在沉积环境演化期间，沉淀方式和次序会影响砷在含

水 层 中 的 储 存 方 式 [18] 。 例 如 ， 在 印 度

Ganges-Brahmaputra-Meghna（GBM）平原，高砷地下水

通常出现在河流的集水区。虽然组成平原的地貌有所不同，

但随着平原地势的降低，砷的在沉积物中的含量强度升高。

在南亚、东南亚，紧邻喜马拉雅造山带的泛滥平原和三角

洲通常能够连续沉积不同厚度的第四系沉积物，这些沉积

物大都是以冲洪积方式形成的。另一方面，也会影响高砷

含水层的分布。在更新世海平面振荡期间，沉积物的沉积

中心自始至终是GBM平原的低洼区[19]。但是在末次盛冰

期时（~20 ka BP），受到海平面下降的影响，沉积中心很

可能出现在泛滥平原更低的地方。 

在中国北部，巨厚沉积盆地主要由湖积沉积物和湖-

河积沉积物组成，比如厚度高达2500 m的大同盆地和8000 

m的河套盆地[10, 20]。受构造运动、火山活动和古气候变

化的控制，古湖泊不断演化，与此同时，盆地受到河流的

侵蚀。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盆地不断下沉[16]。在晚更

新时期间，随着区域内不整合古湖泊的消逝，广阔的低洼

地带沉积了大量的湖积细砂、粉砂和富含有机物的淤泥。

与此同时，后末次盛冰期期间，受到强烈的河流侵蚀的影

响，湖水表面的砂和淤泥沉积了下来。另一个发现是，在

低洼地区，由河流侵蚀产生的古河道被混合的河湖沉积物

所充填在古湖泊的边缘发育了一些山麓扇形三角洲。由于

地表处细砂、淤泥和黏土透镜体沉积的厚度不同，在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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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和全新世期间形成的含水层可以是承压或者半承压

的。沉积过程中，一同埋藏的生物降解的天然有机物和载

砷铁锰氧化物有利于高砷含水层系统的形成，尤其是在盆

地中心区承压或半承压厌氧含水层发育的地方。通过对沉

积岩层调查表明，第四系沉积物的沉降中心与古湖泊所在

的位置一致，这些地方通常发育高砷地下水带。 

3.3．砷迁移的水文地球化学过程 

通过对南亚、东南亚和中国内陆的高砷地下水区域的

研究，研究者发现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现象[21, 22]。在南

亚、东南亚的三角洲和泛滥平原，含水层中的硫化物含量

通常比较低，铁氧化物的还原是砷释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角色。而在中国北部的河套盆地，含水层中硫化物的浓度

相对较高，这使得砷的释放受到铁氧化物和硫化物还原的

共同影响。 

在南亚、东南亚三角洲或泛滥平原的还原性含水层中，

当硫化物浓度不高时，载砷铁氧化物的异化还原可能受到

地球化学方面的影响在孟加拉国进行的研究结果发现，高

含量的地下水砷对应着全新世沉积物中的酸溶性Fe（II）

与沉积物中的总铁含量的高比值；但是在更新世沉积物中，

低浓度地下水砷对应这酸溶性Fe（II）与沉积物中的总铁

含量的低比值。 

南亚、东南亚地区，在高砷地下水出现的地区中，硫

酸根和硫化物浓度几乎都很低。通过对孟加拉、湄公河、

红河三角洲以及江汉平原地区的数据分析表明，砷在地下

水中的富集可能会受到硫酸根的抑制，推断这是由于硫酸

根还原形成的硫化物矿物具有一定除砷能力。当铁氧化物、

pH值或一些其他因素存在差异时，硫化物可能会与铁氧化

物一同还原。然而，在中国北部的河湖积盆地存在着另外

一样的现象。 

河套盆地存在一些地下水砷浓度小于50 µg/L的区域。

研究中发现，砷浓度的升高伴随着δ
34

SSO4值的升高，但

δ
56

Fe值却降低[21]。由于河套盆地中铁氧化物和硫酸根的

还原共同影响着地下水砷的迁移，因此会观察到一些与南

亚、东南亚泛滥平原地区不同的现象：（1）高砷地下水

中的硫化物和砷浓度通常呈现正相关关系；（2） 由于菱

铁矿和黄铁矿的沉淀以及其他次级Fe（II）矿物的生成，

使得液相Fe（II）浓度不会很高（大多< 1.0 mg/L）；（3）

在低Fe（II）浓度的地区，地下水砷浓度具有较大的变化

范围，有时二者候会出现负相关。 

3.4．水文地质条件对砷的迁移影响 

当砷释放到地下水中以后，地下水流系统的动态变化

将会对砷浓度随时间变化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地下水

流能够将释放到地下水中的砷冲刷走，甚至在流速合适的

条件下，能够将可迁移的砷全部从含水层中冲刷尽。但是，

与地下水流速相比，砷的运移通常呈现滞后状态。通过研

究表明，在孟加拉西北部的低砷区，以50 cm/d的速率冲

刷浅层含水层中的砷需要几百年的时间[23]，但是如果以

0.5 cm/d的速率冲刷孟加拉Laksmipur的高砷区则需要上

千年的时间。 

南亚、东南亚三角洲泛滥平原有两个典型的水文地质

特征：（1）不同类型的地表水体以及它们与地下水的相

互作用产生了局部地下水流系统，这些地下水流与砷的运

移和分布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浅层含水层；（2）受到季

节性降水的影响，一些河流的水位呈现周期性变化，使得

含水层和河流间的水力梯度每年都会发生周期性变化

[24-26]。在湄公河附近，水利梯度会驱动砷从近地表处的

沉积物中向湿地下的含水层运移 [26]。这样一个高砷地下

水的产生方式暗示着，某些含水层中地下水砷浓度的升高

并不意味着本含水层沉积物中砷的释放。在江汉平原，地

表水体和浅层含水层中的地下水之间的水利联系存在季

节性变化，这使得地下水中的砷浓度发生强烈的变化

（100-1200 µg/L）[27]。同时，受水利梯度波动的影响，

含水层氧化还原环境也会发生变化，含水层沉积物中铁氧

化物的活性会因此升高，最终促使砷的释放。 

中国北部的河湖积沉积含水层系统存在以下特征：（1）

盆地中的区域地下水流系统主要形成于大气降水和来自

山麓的地下水侧向补给；（2）受到平缓的地形和地表水

的影响，盆地中心的水利梯度非常小：（3）蒸发是地下

水排泄的主要方式[28, 29]。 

3.5．河套盆地高砷地下水的研究现状 

河套盆地是中国北部典型的干旱内陆型沉积盆地，

盆地内广泛分布着高砷地下水，给当地居民的健康带来

严重的威胁。许多学者以此做为研究区，围绕着含水层

沉积物中砷的分布特征与高砷地下水的关系展开了长

久深入的研究。邓亚敏[30]在其研究中指出，研究区地

下水中砷的浓度范围在152-1093 µg/L。高砷地下水地区，

含水层沉积物中砷的含量在6.8-58.5 mg/kg之间，低砷地

下水地区为3-21.8 mg/kg。通过用草酸-草酸铵和盐酸羟

氨提取铁锰氧化物结合态砷，发现1/3的砷与铁氧化物

结合，2%的砷与锰氧化物结合。沉积物中的砷主要以

强吸附态砷（As-2）、与无定形氢氧化铁结合的砷 （As-4）

及与挥发性硫、碳酸盐等结合的砷（As-3）为主，三种

形态的砷共占总砷的50 %以上。可交换态砷（As-1）和

与结晶氢氧化铁结合的砷 （As-5）所占比例很小。倪

萍[31]的研究中表明，强吸附态砷（As-2）、挥发性硫、

碳酸盐等结合的砷（As-3）、与无定形氢氧化铁结合的

砷（As-4）和结晶氢氧化铁结合的砷（As-5）各自占总

砷的 10%以上，是沉积物中砷主要的赋存形态。沉积

物中不同赋存态As与Fe、Mn的含量呈正相关关系，且

岩性是影响砷的分布的主要因素，表现为在细颗粒的黏

土、粉质黏土中富集。Guo[32]认为，含水层沉积物中

铁锰氧化物结合态砷是地下水中的砷的主要来源。由于

地下水中的砷行为与含水层中铁循环关系非常密切，通

过对地下水中的砷与铁同位素的研究，确定了铁循环的

三个方式，以及每个方式对地下水中砷浓度的影响[21]：

（1）微生物介导的Fe（III）氧化物的还原发生的地方

通常会导致高砷地下水（>50 µg/L）的出现；（2）Fe （III）

氧化物还原形成Fe（II）并释放As，形成Fe（II）-Fe（III）

氧化物会有较强的吸附能力，会重新被Fe（III）氧化物

吸附，使地下水中砷的浓度相对比较低（>50 µ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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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铁矿和菱铁矿的沉淀对地下水中砷的浓度产生

一定影响，这种情况下，Fe（II）>0.8mg/L， S
2-

>10 µg/L，

As>100 µg/L，表明铁和硫共同影响着地下水中砷的浓

度。 

4．讨论 

4.1．国际上高砷地下水控制因素 

对一些富砷区沉积物研究后发现，南亚、东南亚河流

泛滥平原地区中大量砷会与黄铁矿或者其他硫化物矿物

结合。在这些地方，黄铁矿可能是地表浅表处厌氧环境下

地下水中砷的“汇”而非“源”[33]。受到晚更新-早第四纪

（18–5 ka BP）孟加拉、湄公河、红河三角洲海岸带海水

入侵的的影响，由硫酸盐还原生成的自生黄铁矿能够抑制

砷在地下水中的富集。此外，孟加拉盆地和湄公河三角洲

泛滥平原低洼处沉积的载砷铁锰氧化物可能是因为海水

退去后载砷黄铁矿的氧化。 

沉积结构控制方面，河流切口产生大量的古河道，这

些古河道又被砂充填。在末次盛冰期以后，海平面的迅速

回升形成了河口，这些沿着古河道的河口会受到潮汐的控

制。在河流和河口沉积物共沉积方式的作用下，形成了连

续向上沉积的砂、粉砂和黏土，一些砾石或者钙结核偶尔

会混合于沉积物中 [34]。这样的冲-河积沉积方式能够为

载砷铁锰氧化物和泥炭提供一个良好的封闭环境，是促使

高砷含水层系统的形成的有利条件。，在红河三角洲，高

砷地下水通常出现西北-东南向带状边界。这与古河道的

位置相吻合，且这些古河道是由灰色的河口沉积的黏土和

来自三角洲的砂充填而成[35]。 

南亚、东南亚三角洲和泛滥平原高砷地下水出现的原

因可以描述为：（1）载砷铁氧化物的进一步还原是地下

水中砷浓度高的主要原因，比较典型的是砂表面灰黑色的

Fe（II）外层；（2）在铁氧化物还原开始或者早期阶段，

尽管地下水中存在大量的液相Fe（II），但地下水砷浓度

通常比较低（<10-50 µg/L），其代表性特征是黄褐色的铁

氧化物外层。这可能是由于铁氧化物表面还有充足的吸附

位点。当铁氧化物进一步还原时，铁的还原性溶解会导致

砷的释放，同时由于铁氧化物表面的吸附位点进一步减少，

也导致砷释放到地下水中。此外，硫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也会在很多方面对自然条件下液态环境中的砷迁移产生

影响：（1）由硫酸根还原产生的硫化物能够直接还原铁

氧化物而释放砷；（2）在一些条件下，液相硫化物能够

还原并沉淀砷，生成载砷硫化物矿物，或者与Fe（II）结

合的硫化物矿物，如载砷黄铁矿；（3）当存在还原态的

硫时，砷的硫醇化作用会在液相环境中产生大量的硫代砷，

这不但可以将还原环境中的溶解态砷固定，还可以在不同

程度上影响砷对铁矿物的亲和性[36]。 

由于砷在流线上运移时，会被沉积物重新吸附[37]，

因此砷的运移通常出现之后现象。受地下水排泄影响，溶

解组分可能会以不同的速率运移，例如溶解性有机碳、氧

气、硫酸根和微生物。这些因素可以在引起地质环境的改

变前提下，进而影响砷的迁移[38]。南亚、东南亚季风气

候区的季节性降水和中国北部干旱区域的蒸发以及潜流

带地表水地下水的相互作用，都能够导致下水位波动，使

得浅层含水层氧化还原环境的变化[39, 40]。长期强烈的地

下水抽取是另一个影响地下水中砷含量时空分布的水文

地质因素，这一活动会造成上部含水层高砷地下水向下部

含水层渗透或向相邻含水层的转移，还会造成含砷孔隙水

向含水层中迁移[37]。因此，地下水砷浓度的时空分布与

地下水流系统有紧密的关系。 

4.2．我国高砷地下水控制因素 

在内蒙古河套盆地，通过对河套盆地沉积物中稀土元

素分布模型分析，表明盆地北部狼山山体应该是盆地冲洪

积扇和平原处的含水层沉积物主要来源而非盆地南部的

黄河。对河套盆地沉积物进行化学提取，其结果表明，黄

铁矿结合态砷占总砷的10％[41]。当地山体基岩中载砷硫

化物矿物和黑云母可能是盆地含水层中砷的主要来源[13]。 

中国北部代表性盆地有河套盆地和大同盆地，两者都

是形成于新近世构造运动，并且沉积了一定厚度的第四系

河湖来源的砂、淤泥和黏土。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套盆地

中，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期间沉积的沉积物来源于黄河冲积

物。河套盆地的高砷地下水大多以带状分布在盆地沉降中

心。与此相同，呼和浩特盆地高砷地下水也通常出现在盆

地的低洼地带中心区，此处沉积着厚层粉质黏土和细砂。

由此认为，盆地的快速沉降有利于砷在沉积物中的沉积。 

在水文地球化学过程影响方面，由于砷在释放到地下

水中以后又被铁氧化物重新吸附，因而降低了地下水中砷

的含量。当活性较高的铁氧化物被消耗以后，进一步还原

的硫酸根会使地下水中的硫化物含量升高。这些硫化物能

够直接还原载砷铁氧化物，并促使砷释放。亚铁硫化物的

形成可能是砷浓度降低的另一个原因，但砷与这些亚铁硫

化物的亲和性要远低于砷与铁氧化物的，因此次级二价铁

硫化物不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地下水中砷的浓度。 

受地形的控制，区域地下水流会使得浅表部分的还原

环境进一步增强，从山麓地带的氧化环境到平原中心地带

的还原环境，也有助于在地下水排泄区形成高砷地下水。 

5．结论 

1）通过对典型高砷地下水地区对比研究，表明受矿

物的影响，沉积物中的砷具有多种来源，并且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沉积物中砷的含量。 

2）低洼的地势与海平面的变化、古湖泊或古河道共

同控制着高砷含水层的形成。硫化物与铁锰氧化物是控制

地下水中砷含量的主要因素。 

3）受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缓慢的地下水流有利于

形成相对还原的环境，由抽水或季节性降水等导致的地下

水位的变化，将会控制着高砷地下水的产生。 

6．建议与展望 

在河套盆地含水层沉积物中砷的形态、分布以及释放

机理方面，许多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但所采集的沉

积物大多位于平原地带，采样区域有所局限，而我国幅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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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对于我国高原等地区地下水砷的研究较为罕见，故

今后研究应逐渐覆盖高原地区、山地以及丘陵地区等。此

外，有些钻孔比较分散，只能作为对照来研究，再加上受

地形的影响，山前洪积扇与平原处具有不同的水动力条件，

致使沉积结构产生一定差异。沉积物结构上的差异对沉积

物中砷与其他元素含量的影响程度不得而知，受此影响，

也就不能准确的判断影响含水层砷迁移转化的主要因素，

因此，下一步研究应考虑沉积物结构差异对砷等其他元素

的影响因素。研究从山前到平原地下水流线上沉积物沉积

结构的特征，不仅能够了解不同水动力条件下沉积物颗粒

的变化过程以及沉积物中元素含量的变化情况，还能与地

下水化学组分的变化过程相结合，综合分析从山前到平原，

含水层沉积物对地下水中砷浓度的影响，研究成果对水资

源合理开发利用以及人类健康饮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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